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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与服务业工资差距：推波助澜
还是雪中送炭？

———基于 ＣＦＰＳ 与行业匹配数据的分析

李帅娜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 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摘要：将服务业细分行业的数字化水平数据匹配至中国家庭跟踪调查项目的个人数据，实证分

析了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与异质性冲击。 研究发现：数字化技术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

响呈现“倒 Ｕ 型”趋势，并且现阶段我国数字化技术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还未完全度过拐点。
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与服务业工资差距的非线性关系在男性劳动力中更加凸显，在女性劳动力

中并不明显；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倒 Ｕ 型”影响更加偏好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

业，在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中暂未显现；相对于国有企业以及外商、港澳台商，数字化与服务业工资差

距的“倒 Ｕ 型”关系在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中更加凸显。 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主要通过

就业效应对服务业工资差距产生“倒 Ｕ 型”影响。 研究结论有利于预判数字经济时代下收入分配的

变化，实现“十四五”时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推动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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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中国正在步入“服务经济”时代，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服务业已是我国第一大产业和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
［１］。 ２０１２ 年，服务业占 ＧＤＰ 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２０１５ 年，该比重突破 ５０％ 。

２０２０ 年，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４７． ３％ ，远高于第二产业。 与服务业繁荣发展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服务业行业内工资差距逐步拉大。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历年平均

工资数据显示：２０１５ 年服务业行业中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为金融业，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服务业行业中

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服务业行业中年平均工

资最低的行业均为住宿和餐饮业。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服务业中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由 ２． ８１
上涨至 ３． ６３。 城镇私营单位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也呈现上升趋势，２０１５ 年为 １． ８１，２０２０
年为 ２． ４０。

那么，如何理解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及其当前的特征呢？ 显然，这段时期正值

中国数字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增长动力。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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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数字经济占 ＧＤＰ 的比重由 ２７． ０％提升至 ３８． ６％ 。 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与

服务业深度融合的状态，即对各产业的渗透呈现出第三产业优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优于第一产业

的非均衡特征［２］。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疫情倒逼三次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
服务业、工业、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 ４０． ７％ 、２１． ０％和 ８． ９％ 。 数字化技术在服务业中的快速

渗透进一步增强了其吸纳就业能力。 ２０２０ 年，服务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为 ４７． ７％ ，远高

于第二产业占比。 那么数字化在服务业行业工资差距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呢？ 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因此，研究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

的影响有利于预判数字经济时代下收入分配的变化，实现“十四五”时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
推动共同富裕。

二、 文献综述

（一） 数字化技术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目前，关于数字化技术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主要包含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性别差距三个方面。
第一，地区收入差距。 大部分研究认为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金融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会扩大地

区收入差距。 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红利效应更多地体现在人口稠密且拥有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东南沿

海等经济发达地区［３ ４］；另一方面，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对高技能劳动

者的需求，降低了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即通过替代低技能劳动力、增加高技能劳动需求与报酬的

方式影响收入分配，加剧收入不平等［５ ８］。 然而，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比如：胡浩然等［９］ 发现，互
联网普及可以提高地区产业集聚程度和创新水平，进而缩小工资差距，并且该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及

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已经显现。 李雅楠和谢倩芸［１０］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互
联网普及率的提高显著缩小了工资收入差距。

第二，城乡收入差距。 已有研究中关于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金融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城乡收

入差距影响的结论并不统一。 一是扩大效应。 贺娅萍和徐康宁［１１］发现，互联网普及率、利用互联网

获取信息程度存在城乡差距，这将会加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刘欢［１２］ 从农业转移劳动力就业视

角出发，探讨发现工业智能化会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工作稳定性产生不利的影响，最终会扩

大城乡收入差距。 二是缩小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红利”效应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得以

体现，这主要是因为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农村地区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得性，有利于改善农村地

区的贫困状况［１３ １５］。 数字化技术的出现，一方面可以降低信息搜寻成本，提高农产品市场效率与生

产效率［１６］，实现利润最大化［１７］，增加农业收入；另一方面，互联网使用可以提高农民创业收入，从而

增加农户的非农收入［１８］，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三是非线性影响。 程名望和张家平［１９］认为，互联

网普及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倒 Ｕ 型”关系，目前我国处于互联网普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阶段，
主要是因为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收入效应要大于城镇地区。

第三，性别收入差异。 国内外学者关于互联网影响性别工资差异的文献相对较少，且研究结论

尚不一致。 一方面，互联网对男性的工资溢价要高于女性，因此会加剧性别层面的收入差距［２０］；另
一方面，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会提高求职市场效率［２１］，即工作搜寻实现了“零边际成本”和
“人职匹配” ［２２］，而且拓宽了女性教育培训渠道，这均有利于提高女性就业技能及其薪资福利，进而

有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异。 戚聿东和刘翠花［２３］认为，互联网的使用不仅会提升女性就业能力，改善

就业条件，而且其所产生的新兴职业提高了女性选择网络自雇创业的可能性，这均会提高女性薪资

福利，缩小性别工资差异。
（二） 服务业工资差距的研究

关于服务业工资差距的研究相对较为匮乏，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开放、服务业集聚、服务业行业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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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等因素的影响方面。 第一，关于服务业开放影响服务业工资差距的研究。 外资进入、服务业进出

口对服务业工资差距影响的结论并不统一。 李宏兵等［２４］ 认为，外资进入总体上有利于缩小企业工

资差距，且服务业集聚会调节外资进入的负向工资溢出效应。 这主要是因为，外资进入产生的要素

分配效应会提升生产率和劳动力技能，整体带动平均工资水平的提高，进而缩小工资差距［２５］。 然

而，也有学者提出，服务贸易会扩大市场需求，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降低中低技能劳动力

的相对工资，从而扩大收入差距［２６ ２７］。 钟晓君和刘德学［２８］、蔡宏波等［２９］学者认为，服务业外资进入

产生的熟练劳动力的互补效应、相对技能提升效应会扩大服务业相对工资差距。 Ｓｔｏｌｐ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３０］认为，贸易对服务工资差距的影响取决于贸易国高技能劳动力相对丰裕还是低技能劳

动力相对丰裕。 第二，关于服务业集聚影响服务业工资差距的研究。 杨仁发［３１］研究发现，消费性服

务业集聚和公共性服务业集聚显著提高了地区工资水平，但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地区工资水平无

显著性影响。 蔡宏波等［３２］认为，行业集聚程度对服务业工资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当集聚程度超

过一定水平时，其对工资水平出现负向效应。 第三，关于服务业行业垄断影响工资差距的研究。 学

者们对于行业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得到了一致结论，即经济垄断与行政垄

断均会扩大工资差距［３２ ３３］。
纵观国内外有关数字化技术与服务业工资差距的研究，其呈现两点特征：一是更多的研究从地

区、城乡、性别等视角探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收入分配效应，而关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服务业收入分

配效应缺乏针对性的研究，这与服务业已成为我国第一大产业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形成了不小反

差；二是关于服务业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开放、服务业集聚、服务业行业垄断

等因素，而关于数字化如何影响服务业工资差距缺乏足够的理论与实证性研究。 因此，本文将系统

性地研究数字化影响服务业行业收入分配的趋势是什么，其背后的影响机制是什么，数字化在服务

业行业的收入分配效应是否会随着劳动力性别、行业要素密集度、企业所有制的变化而变化。
本文对现有文献的边际贡献有：其一，研究模型方面，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框架，将数字化

与其他技术相区别，并对劳动力技能水平进行区分，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

响，并从实证上探讨了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可能影响机制；其二，研究数据方面，将服务业细

分行业层面的数字化水平量化，并与 ＣＦＰＳ 微观调查数据中个人层面数据相匹配，更加科学、准确地

研究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其三，研究视角方面，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现实背景出发，
探讨数字化在服务业行业的收入分配效应，为深入理解和认识数字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提供一个新

视角。 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三部分为理论机制；第四部分为实证研究设计与分析；第五部分为进

一步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三、 理论机制

本文以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３４］的模型为基准，将数字化与其他技术相区别，同时纳入服务业

生产函数，并对劳动力技能水平进行区分，构建如下理论框架来研究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

响效应。 服务业共有 １０ 个大类、３５ 个中类和 １７１ 个小类，各类服务业的性质具有差异性。 因此，将
服务业每个行业视为一个生产部门 ｉ，ｉ∈｛１，２，…，Ｉ｝，即本文建立多部门的模型。

１． 生产函数

Ｙｉ ＝ Ａｉ
１
Ｍｉ
∫Ｔ　 ｉ
０
（Ｍｉ·ｙ（ｘ））

λ－１
λ ｄｘ( )

λ
λ－１

（１）

其中，ｘ 表示不同的岗位，换言之，最终产品是由一系列不同类型的岗位生产出来的。 比如生产

一件衬衫需要很多岗位，包括设计，清洁、梳理和纺纱纤维，纱线的编织、针织和粘合，染色、化学加工

和整理，市场营销和广告，运输，以及各种批发和零售等岗位。 λ≥０ 表示替代弹性。 Ａｉ 表示希克斯

中性技术进步。 Ｍｉ 表示 ｉ 行业岗位的数量，Τｉ 表示 ｉ 行业岗位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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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岗位 ｘ 是通过资本 ｋ（ｘ）和不同类型的劳动要素 ｌ（ｘ）组织生产的，其中劳动要素类型用

ｇ 表示，ｇ∈｛ ｌ，ｈ｝，ｌ 和 ｈ 分别表示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即：
ｙ（ｘ） ＝ （Ａｋ·ψｋ（ｘ）·ｋ（ｘ））α ＋ ［η（Ａｈ·ψｈ（ｘ）·ｌｈ（ｘ）） ρ ＋ （１ － η）（Ａｌ·ψｌ（ｘ）·ｌｌ（ｘ）） ρ］１ － α／ ρ （２）
其中，α 和 １ － α 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η 为分布参数（０ ＜ η ＜ １），它定义了要素密集

度；ρ≤１ 为高技能劳动与低技能劳动之间的替代参数，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

性为 σ ＝ １ ／ （１ － ρ）。 Ａｋ、Ａｈ 和 Ａｌ 分别表示资本要素拓展型技术、高技能劳动要素拓展型技术、低技

能劳动要素拓展型技术。 ψｋ（ｘ）、ψｈ（ｘ）和 ψｌ（ｘ）分别表示资本 ｋ、高技能劳动者 ｌｈ、低技能劳动者 ｌｌ
的生产率，则提高生产率的技术指的是提高 ψｋ（ｘ）（ｘ∈Τｋ）和 ψｇ（ｘ）（ｘ∈Τｇ，ｇ∈｛ ｌ，ｈ｝）的技术。 数

字化技术指的是实现岗位自动化、重新配置要素（增加岗位的资本要素、减少劳动要素）的技术，即提

高 ψｋ（ｘ）（ｘ∈Τｇ，ｇ∈｛ ｌ，ｈ｝）的技术。
２． 消费函数

假设资本是弹性供给的，可以使用最终产品以恒定的边际成本 １ ／ ｑ（ｘ）生产，则消费函数可以表

示为净产出，即：

ｃ ＝ ｙ － ∫Τ　 ｉ
０
（ｋ（ｘ） ／ ｑ（ｘ））ｄｘ （３）

３． 均衡

市场均衡则表示给定 ｗ∈｛ｗｈ，ｗ ｌ｝、ｋ（ｘ）、生产岗位的要素配置｛Τｋ，Τｈ，Τｌ｝，使得要素分配实现

成本最小化，资本要素的分配实现净产出最大化，资本和不同类型的劳动要素市场出清。 Τｇ 表示劳

动要素生产的岗位，ｇ∈｛ ｌ，ｈ｝，Τｋ 表示资本生产的岗位，ｌ∈｛ ｌｈ，ｌｌ｝表示劳动供给。
将最终商品作为计价商品，则 ｗｇ （ ｇ∈｛ ｌ，ｈ｝）表示实际工资，资本的成本为 Ｒ（ ｘ） ＝ １ ／ ｑ（ ｘ）。

成本最小化即意味着：

Τｇ ＝ ｘ：
ｗｇ

ψｇ（ｘ）·Ａｇ
＜

ｗ ｊ

ψ ｊ（ｘ）·Ａ ｊ
＜ １
ψｋ（ｘ）·ｑ（ｘ）·Ａｋ

，ｆｏｒ ａｌｌ ｊ{ } （４）

Τｋ ＝ ｘ： １
ψｋ（ｘ）·ｑ（ｘ）·Ａｋ

≤
ｗ ｊ

ψ ｊ（ｘ）·Ａ ｊ
，ｆｏｒ ａｌｌ ｊ{ } （５）

给定要素在不同岗位之间的配置，下文分别定义 ｇ 类型（ｇ∈｛ ｌ，ｈ｝）劳动者生产的岗位份额、
资本生产的岗位份额：

Γｈｉ（ｗ，Ψ） ＝ １
Ｍｉ
∫Τ　ｈｉ
０
ψｈ（ｘ） （λ－１）（１－α）ρｄｘ （６）

Γ ｌｉ（ｗ，Ψ） ＝ １
Ｍｉ
∫Τ　 ｌｉ
０
ψｌ（ｘ） （λ－１）（１－α）（１－ρ）ｄｘ （７）

Γｋｉ（ｗ，Ψ） ＝ １
Ｍｉ
∫Τ　ｋｉ
０
（ψｋ（ｘ）·ｑ（ｘ）） （λ－１）αｄｘ （８）

其中，Ψ ＝ （｛ψｋ（ｘ），ψｇ（ｘ），ｑ（ｘ）｝ ｘ∈Τ，Ａｋ，Ａｇ，ｇ∈｛ ｌ，ｈ｝）。
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且支出份额为价格的函数，即 ｓＹｉ （Ｐ），其中 Ｐ ＝ （ｐ１，ｐ２，…，ｐＩ），则存

在唯一均衡，使得工资可以由岗位份额表示：

ｗｇ ＝ ｙ
ｌｇ

( )
１
λ
·Ａｇ

λ－１
λ ·（∑ ｉ∈Ｉ

ｓＹｉ （Ｐ）·（Ａｉｐｉ） λ－１·Γｇｉ）
１
λ ，ｇ ∈ ｛ ｌ，ｈ｝ （９）

ｐｉ ＝ １
Ａｉ

（Ａλ－１
ｋ ·Γｋｉ ＋ ∑ｗ１－λ

ｇ Ａλ－１
ｇ ·Γｇｉ）

１
１－λ （１０）

∑ ｉ∈Ｉ
ｓＹｉ （Ｐ） ＝ １ （１１）

为了下文的计算，此处需要给定两个假设：一是当且仅当对于所有的 ｇ′≠ｇ，ψｇ′ （ ｘ） ＝ ０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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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ｇ（ｘ） ＞０；二是存在ψ ＞０ 和ｑ ＞０，使得ψ ＜ ψｋ（ｘ），ｑ（ｘ） ＞ ｑ，对于所有的 ｘ∈Ｓ ＝ ｛ｘ：ψｋ（ｘ） ＞０｝均成立。
接下来，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探讨不同类型技术对工资差距的影响。 首先将 ｄｌｎΓｄｅｅ

ｇｉ ≥０ 定义

为 ｇ 类型（ｇ∈｛ ｌ，ｈ｝）劳动者岗位的生产率深化效应，将 ｄｌｎΓｄｉｓ
ｇｉ 定义为数字化技术导致的 ｇ 类型（ｇ∈

｛ ｌ，ｈ｝）劳动者岗位被替代的直接效应，具体如下：

ｄｌｎΓｄｅｅ
ｇｉ ＝ １

Ｍｉ
∫Τ　ｇｉ
０

ψｇ（ｘ） （λ－１）（１－α）

Γｇｉ
ｄｌｎψｇ（ｘ）ｄｘ （１２）

ｄｌｎΓｄｉｓ
ｇｉ ＝ １

Ｍｉ
∫Ｄ　ｇｉ
０
ψｇ（ｘ） （λ－１）α １

Ｍｉ
∫Τ　ｇｉ
０
ψｇ（ｘ） （λ－１）αｄｘ （１３）

其中，Ｄｇ⊆Τｇ 表示技术发生变化之后的岗位集。
令 ω ＝ ｗｈ ｌｈ ／ （ｗ ｌ ｌｌ）表示服务业行业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根据式（８）至式（１３），求出数

字化技术对工资差距的影响：

　 　 ｄｌｎω ＝ λ － １
σλ (ηｄｌｎＡｈ ＋ ∑ ｉ∈Ｉ

ｗ ｉ
ｈ·ｄｌｎΓｄｅｅ

ｈｉ － （１ － η）ｄｌｎＡｌ ＋ ∑ ｉ∈Ｉ
ｗ ｉ

ｌ·ｄｌｎΓｄｅｅ
ｌｉ )

＋ １
σλ (∑ ｉ∈Ｉ

·（ｗ ｉ
ｈ － ｗ ｉ

ｌ） )· (ｄｌｎｓＹｉ ＋ （１ － λ）（ｄｌｎｐｉ ＋ ｄｌｎＡｉ） )

＋ σ － １
σλ ∑ ｉ∈Ｉ

ｗ ｉ
ｌ·ｄｌｎΓｄｉｓ

ｌｉ （１４）

其中， ｗｉ
ｇ 表示 ｇ类型（ｇ∈｛ｌ，ｈ｝） 劳动者在 ｉ服务行业的工资收入份额，则∑ ｉ∈Ι

ｗｉ
ｇ ＝ １，ｇ∈｛ｌ，ｈ｝ 。

由式（１４）可以发现，最后一项为数字化技术对服务业劳动者工资差距的影响，该项系数的大小

取决于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 σ。 如果 σ ＞ １，即当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

动力是替代关系时，数字化会扩大服务业工资差距；如果 ０ ＜ σ ＜ １，即当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

力是互补关系时，数字化会缩小服务业工资差距。 从短期来看，数字化带来的常规性、重复性的岗位

自动化效应明显，这些岗位主要由低技能劳动者所从事。 换言之，具有高认知能力、高社交能力的高

技能劳动力更具有竞争优势。 此时企业会减少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增加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

求，呈现“两极化”趋势的就业结构，即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呈现替代关系，这会加剧财

富的不平等。 从长期来看，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新业态、新产业、新商业模式创造的众多新岗位

和新职业需要新的劳动者加入。 通过参加转岗培训、在职培训等，低技能劳动者不断提升自身技能，
会逐渐适应新岗位。 此时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呈现互补关系。 这不仅增加了低技能

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更提高了其劳动报酬，从而缩小了服务业工资差距。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１：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并不具有简单的线性特征，而是呈“倒 Ｕ 型”趋势。
四、 实证研究设计与分析

（一）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基于已有研究以及微观数据样本的特点，本文以明瑟工资方程［３５］为基础构建实证模型，检验数

字化对服务业工资的影响，具体如下：
ｗａｇｅｉｊｃ ＝ α ＋ βｄｉｇｉｔａｌ ｊ ＋ γＸ ｉｊｃ ＋ δｉ ＋ η ｊ ＋ εｃ （１５）

其中，ｗａｇｅ 代表服务业工资差距，ｉ 表示个人，ｊ 表示个人所在的具体服务业行业，ｃ 表示个人所

在的省份。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ｊ 表示 ｊ 服务业细分行业的数字化水平。 Ｘ ｉｊｃ代表个人、行业、省份层面的控制变量。
δｉ 表示省份（市）固定效应，η ｊ 表示行业固定效应，ε 表示随机误差项。

被解释变量：个人服务业工资差距（ｗａｇｅ）。 本文借鉴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ｏｎ［３６］、李宏兵等［２４］ 的研

究，选择个人工作总收入（工资和福利总额扣除税和五险一金）①与各省市服务业分行业平均工资之

比来衡量个人服务业工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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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化水平（ｄｉｇｉｔａｌ）与数字化水平的平方项（ｄｉｇｉｔａｌ２）。 本文采用熵值法②从数

字化的基础设施、数字化的应用两个方面构建服务业分行业数字化水平指标体系。 其中，具体指标

包括分行业企业使用计算机情况、分行业企业建网站情况、分行业企业信息化管理情况、分行业企业

通过互联网开展活动情况、分行业企业互联网宣传和推广情况、分行业企业开展电子商务交易情况

等 ６ 个指标。 详见表 １。
表 １　 服务业分行业数字化水平指标体系

主指标 一级指标 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指标权重 三级指标

数字化水平 数字化基础设施 ０． ４６４ １ 企业使用计算机情况 ０． ２２８ ５ 每百人拥有计算机数（台）
企业建网站情况 ０． ２３５ ６ 每百家拥有网站数（个）

数字化的应用 ０． ５３５ ９ 企业信息化管理情况 ０． １２４ ８ 使用信息化管理的企业占比（％ ）
企业通过互联网开展活动情况 ０． ０５６ ７ 使用互联网开展活动的企业占比（％ ）
企业互联网宣传和推广情况 ０． １５５ ８ 使用互联网进行宣传与推广的企业占比（％ ）
企业开展电子商务交易情况 ０． １９８ ６ 有电子商务交易的企业数占比（％ ）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含三个层面：一是个人层面，包括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工作单位性质

（ ｆｉｒｍ）③、工作单位规模（ ｓｉｚｅ）、婚姻状态（ｍａｒｒｉａｇｅ）、最高教育学历（ ｅｄｕ）④。 二是行业层面，包括服

务业发展水平（ｇｄｐｓ）、服务业就业水平（ ｌａｂｏｒ）。 其中，服务业发展水平采用服务业增加值与 ＧＤＰ 的

比重作为代理变量，服务业就业水平采用服务业就业人数与总就业人数之比进行衡量。 三是省份层

面，包括省份经济发展水平（ｐｇｄｐ）、省份贸易开放度（ ｆｄｉ）、省份高技能人才水平（ｈｕｍａｎ）。 其中，省
份经济发展水平选用人均 ＧＤＰ 指标来表示；省份贸易开放度采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 ＧＤＰ 之比作为

替代变量，外商直接投资额根据当年美元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进行折算；省份高技能人才水平采用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力占年末从业人数的比重来进行量化。
（二）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实证部分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如下三部分：一是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跟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⑤。 该数据涵盖了 ３１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并且包括一系列个体层面的详

细数据信息，比如被调查者的工资、行业、行政区划代码、职业、性别、工作单位性质、工作单位规模、
婚姻状态、最高教育学历等信息。 通过对服务业行业的筛选以及对变量缺失值样本的删除，最终得

到有效样本 ５ ０８２ 个，覆盖 ３０ 个省份，１４ 类服务业⑥。 二是 ２０１８ 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⑦。 关

于构建服务业细分行业数字化水平的指标主要来源于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中的第三产业卷。
三是省份层面数据。 各省市服务业分行业平均工资、人均 ＧＤＰ、外商直接投资额、不同学历的从业人

数主要来源于 ２０１９ 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
（三） 回归分析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利用个人与行业匹配数据进行总体样本的估计。 出于稳健性考

虑，我们逐步纳入数字化的一次项、平方项与控制变量，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的结果显示，数字

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即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呈现“倒 Ｕ 型”趋
势。 这也验证了假说 １。

具体来看，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列（１）显示，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系数为正，即数字

化会加剧服务业工资差距。 列（３）纳入数字化水平的平方项，结果表明，数字化一次项（ｄｉｇｉｔａｌ）与服

务业工资差距呈正相关关系，数字化平方项（ｄｉｇｉｔａｌ２）与服务业工资差距呈负相关关系。 换言之，数
字化与服务业工资差距呈“倒 Ｕ 型”关系。 在加入控制变量后，列（２）和列（４）显示，数字化一次项

（ｄｉｇｉｔａｌ）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以及数字化平方项（ｄｉｇｉｔａｌ２）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均未发生

根本性的变化，只是系数大小有些许差异。 怀特检验结果（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均大于 ０． ０５，表明模型均通

过了异方差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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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基准回归 　

变量
（１）
ｗａｇｅ

（２）
ｗａｇｅ

（３）
ｗａｇｅ

（４）
ｗａｇ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９１８∗∗∗ ０． ４２０∗∗∗ １． ５６４∗∗∗ ０． ６３５∗∗∗

（１． ２９２） （１． ４７４） （２． ２０５） （２． ２５９）
ｄｉｇｉｔａｌ２ － ２． ３８６∗∗∗ － ０． ９５７∗∗∗

（３． ３７５） （３． ４５７）
ｇｅｎｄｅｒ ０． １８３∗∗∗ ０． １８４∗∗∗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ｆｉｒｍ － ０． ００９ － ０． ３３２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１）
ｓｉｚｅ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ｅｄ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ｌａｂｏｒ － ７． ２４３ － ４． ６２６

（１０． ７４６） （５． ８４２）
ｇｄｐｓ １． ３８８ － ０． ２７５

（２． ６０６） （０． ８４５）
ｈｕｍａｎ １． ３７０ ０． ０３４

（２． ６４５） （０． ０６６）
ｐｇｄｐ １． ５９４ １． １３４

（１． ６６７） （１． ０１５）
ｆｄｉ － ０． ２１１ － ０． １５７

（０． ２４６） （０． １６１）
省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５ ０８２ ５ ０８２ ５ ０８２ ５ ０８２
ａｄｊ⁃Ｒ２ ０． ０５５ ９ ０． １０７ ８ ０． ０５５ ９ ０． １０７ ８
Ｐｒｏｂ ＞ Ｆ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ｗｈｉｔｅ）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０． １３５ ５ ０． ５２７ ３ ０． １３５ ５ ０． ５２７ ３

　 　 注：括号中为稳健性标准误，∗表示 ｐ ＜ ０． 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

　 　 列（４）显示，在控制省份效应、行业效

应以及其他变量之后， 数字化一次 项

（ｄｉｇｉｔａｌ）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系数为

０． ６３５，数字化平方项（ｄｉｇｉｔａｌ２）对服务业工

资差距的影响系数为 － ０． ９５７，均通过了

１％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换言之，数字化

对服务业工资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

“倒 Ｕ 型”影响。 这主要是因为，在数字化

初期，物流智能分拣、无人零售超市等的出

现使低技能劳动者的岗位逐渐被取代，而
具有高认知能力和高社交能力的高技能劳

动力更具有竞争优势，比如科研、设计工作

者。 这就导致低技能劳动者相对工资下

降，高技能劳动者相对工资上涨，加剧了服

务业工资差距［３７］。 随着数字化渗透程度

的提高，数字红利会逐渐凸显。 一方面，数
字化创造的新业态、新经济为低技能劳动

者提供了就业机会，低技能劳动者可通过

不断学习提高自身技能，以增加就业机

会［３８］；另一方面，服务业中新业态、新模

式、新产业的出现不仅可以降低信息搜寻

成本，提高服务业的整体生产率与收入，而
且有助于转变低技能劳动者的发展观念，
增加其创业机会［３９］。 这均有利于提高低

技能劳动者的收入。
此外，根据列（４）的估计结果，对“倒 Ｕ 型”曲线的拐点进行估算，得出拐点处的数字化水平约为

０． ３３１ ８。 根据前文对数字化水平的测算，目前服务业 １４ 类行业中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 ７ 类行业的数字化水平处于拐点之前，即数字化会扩大这些行业

的工资差距。 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
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 ７ 类行业的数字化水平处于拐点之后，即数字化有助于

缩小这些行业的工资差距。 这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２０１９ 年）》统计的服务业中数字

经济占本行业增加值比重排名是一致的。 这也表明，现阶段我国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还

未完全度过拐点。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是替换被解释变量。 此处，本文采用 ＣＦＰＳ 数据中的个人月税后工资代替工资总收入。 鉴于

各省份服务业分行业的平均工资为平均年工资，因此，首先将个人月税后工资换算为个人税后年工

资，然后计算其与平均工资的比值。 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３ 中列（１）所示，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

影响系数为 ０． ４３０，数字化平方项的影响系数为 － ０． ６５８，均通过了 １％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这佐

证了上文中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呈“倒 Ｕ 型”趋势的观点。 这也说明，在数字化发展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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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服务业中低技能劳动力岗位被替代的确会加剧收入差距，但是随着数字化在服务业中更深的渗

透，低技能劳动者会逐渐适应数字化带来的变化，从而提高自身收入，最终缩小收入差距。
表 ３　 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替换被解释变量
（２）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３）

工具变量法
（４）

剔除极端和异常值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４３０∗∗∗ ０． ０６２∗ ０． １２６∗∗∗ ０． ２８２∗∗∗

（４． １６２） （０． ０３５） （３． ８２４） （３． ９９６）
ｄｉｇｉｔａｌ２ －０． ６５８∗∗∗ －０． １２８∗∗∗ －０． １５１∗∗∗ －０． ４３０∗∗∗

（６． ３２６） （０． ０４３） （３． ２５５） （６． ０７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省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５ ０８２ ５ ０８２ ５ ０８２ ４ ７８６
ａｄｊ⁃Ｒ２ ０． １３８ ０ ０． ０９７ ７ ０． ２６３ ３ ０． ２４９ ０
Ｐｒｏｂ ＞ Ｆ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ｗｈｉｔｅ）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０． ９９７ ８ ０． ６５７ ４ ０． ８３４ ７ １． ０００ 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２４． ９７２
ＬＭ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 ０００ ０］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２５． ７５６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６． ３８｝

　 　 注：（１）圆括号中为稳健性标准误，∗表示 ｐ ＜ ０． 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２）方括号中为 Ｐ 值，花括号中为 Ｓｔｏｃｋ⁃
Ｙｏｇｏ 弱识别检验 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

二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关于构

建数字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已有研究中

采用的方法也各不相同。 此处基于主

成分分析法重新构建数字化水平指标，
以检验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

响。 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３ 中的列（２）所
示：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系

数为 ０． ０６２，通过了 １０％水平下的显著

性检验；数字化平方项的影响系数为

－０． １２８，通过了 １％水平下的显著性检

验。 这表明，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

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并未产生根本性的

变化，佐证了前文的研究结论。
三是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

问题。 虽然本文将行业、省份等宏观

变量引入微观工资方程一定程度上能

解决估计模型的内生性问题［４０］，但是

测量误差、遗漏变量等情况也会导致内生性问题出现。 鉴于此，此处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 关

于工具变量的选取，本文借鉴黄群慧等［４１］、赵涛等［４２］ 的方法，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各省份

１９８８ 年每万人邮筒数量作为工具变量。 其一，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 邮电等传统信息通信技术

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基础与前提。 其二，工具变量满足排他性要求。 随着传统信息通信基础设

施使用频率的降低，其对服务业发展、收入分配的直接影响几乎为零，只能通过其升级的形态即数字

化技术来影响服务业的发展。 模型具体估计结果如表 ３ 中的列（３）所示，一是工具变量识别不足检

验（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检验）以及弱识别检验（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检验）的结果证明了工具变量

的有效性，二是数字化与服务业工资差距存在“倒 Ｕ 型”曲线关系的结论得到了佐证。
四是剔除极端和异常值。 样本中存在极端和异常值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鉴于此，本文剔除工

资差距、数字化水平、数字化水平平方项三个变量的最高和最低两端各 ２． ５％的极端值。 回归结果如

表 ３ 中的列（４）所示，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呈“倒 Ｕ 型”趋势的结论依然成立。
五、 进一步分析

（一） 异质性分析

首先，不同性别的劳动力所拥有的技能水平、工资议价能力也不同。 那么数字化与服务业工资

差距的关系是否会受到劳动力性别的影响呢？ 其次，本文的研究对象包括了服务业 １４ 类行业，各类

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要素密集度也具有差异性，这会导致服务业细分行业的数字化程度不同。 那么

服务业的行业差异是否会影响到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作用呢？ 最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收入

分配制度也会有所不同，因此行业内的工资差距也会不同。 那么企业所有制的不同是否会影响到数

字化与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关系呢？ 下文将基于劳动力性别、行业要素密集度、企业所有制三个层面，
借助固定效应模型来探讨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异质性冲击。

１． 基于劳动力性别的异质性

本文将 ５ ０８２ 个样本划分为男性、女性两组子样本，探讨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如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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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性别的变化而变化，模型结果见表 ４。 可以发现，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倒 Ｕ 型”的影响

效应在男性劳动者样本中更加凸显，在女性劳动者样本暂不显现。
表 ４　 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 　

基于劳动力性别的异质性 　

变量
（１）
男性

（２）
女性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９５３∗∗∗ ０． ２１２
（２． ９０４） （３． ０１４）

ｄｉｇｉｔａｌ２ － １． ４３０∗∗∗ － ０． ３２７
（４． ４３２） （４． ６２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省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 ５０３ ２ ５７９
ａｄｊ⁃Ｒ２ ０． １０９ １ ０． ０８９ ７
Ｐｒｏｂ ＞ Ｆ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ｗｈｉｔｅ）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０． １１０ ９ １． ０００ ０

　 　 注：括号中为稳健性标准误，∗表示 ｐ ＜
０． 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

具体来看，表 ４ 中的列（１）结果显示，数字化一次

项、平方项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０． ９５３、
－ １． ４３０，且均通过了 １％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
在男性劳动者中，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呈

“倒 Ｕ 型”趋势。 列（２）结果显示，数字化及其平方项对

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

表明，在女性劳动力中，数字化与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倒
Ｕ 型”曲线关系并不显著。 这主要是因为与男性劳动力

相比，女性劳动力在社会资源、教育、就业机会等方面并

不具有优势［４３］，进而导致其技能水平和工资议价能力整

体相对较低［４４ ４５］，不具有竞争优势。 数字化对服务业的

“破坏效应”与“数字红利”效应会在男性劳动力中凸显。
一方面，数字化会将男性劳动力中低技能劳动者与高技

能劳动者区分出来，促使就业结构呈现“两极化”趋势，加
剧财富的不平等［４６］；另一方面，低技能劳动者可通过岗位培训提升自身技能，以适应新业态、新产业、新
商业模式创造的众多新岗位和新职业的需求，从而提高其劳动报酬，缩小收入差距。

２． 基于行业的异质性

本文参照蔡宏波等［２９］的方法对 １４ 类服务业进行要素密集度的划分，探讨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

差距的影响如何因行业要素密集度的变化而变化。 具体而言，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４ 类服务业；技术密集

型服务业包括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

作，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６ 类服务业；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

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４ 类服务业。 模型结果如表 ５ 所示，可以发

现，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先扩大后缩小的影响效应在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中更加凸

显，在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中暂未显现。
表 ５　 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 　

基于行业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 　

变量
（１）

资本密集型
（２）

技术密集型
（３）

劳动密集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１４６∗ ０． ３２６∗∗∗ ０． ０７６
（０． ０８７） （０． ４８４） （１． １２９）

ｄｉｇｉｔａｌ２ － ０． ５０４∗∗ － ０． １８１∗∗∗ － １． ４０７
（０． ２０３） （０． ５２９） （１． ６２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省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 ２０１ １ ９５６ １ ９２５
ａｄｊ⁃Ｒ２ ０． １０７ ３ ０． ２１３ ５ ０． １５２ ５
Ｐｒｏｂ ＞ Ｆ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ｗｈｉｔｅ）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０． ９３９ ４ １． ０００ ０ ０． ２３６ ８

　 　 注：括号中为稳健性标准误，∗表示 ｐ ＜ ０． １，∗∗表
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

具体来看，表 ５ 中的列（１）和列（２）结果显示，
数字化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工资差

距均呈“倒 Ｕ 型”关系，仅在影响系数大小与显著

性上有所差异。 其中，在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中，数
字化一次项、平方项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系数分别

为 ０． １４６、 －０． ５０４，且至少通过了 １０％水平下的显

著性检验；在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中，数字化一次

项、平方项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０． ３２６、
－０． １８１，且均通过了 １％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列（３）结果显示，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

业不同的是，数字化一次项、平方项对劳动密集型

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 这意味着，数字化对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工资

差距的“倒 Ｕ 型”影响并不显著。 究其原因，主要

—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是数字化技术较多地被应用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中。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引进，资本密集

型、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中高技能劳动者的相对优势更加凸显，其相对工资水平随之提高，加剧了工资差

距。 从长期来看，低技能劳动者会提升自身技能水平以适应数字化的发展，从而缩小工资差距。 与资

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不同的是，数字化在劳动密集服务业中的应用程度相对较低，对该行业中

劳动者技能的区分效应也较弱。 因此，数字化对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工资差距的“破坏效应”与“红利效

应”并不显著，数字化对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工资差距并不存在先扩大再缩小的“倒 Ｕ 型”效应。
３． 基于所有制的异质性

考虑到企业所有制的典型特征，此处只探讨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外商、港澳台商三

类企业所有制如何影响数字化与服务业工资差距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由表 ６ 的结果可知，数字化对

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效应会因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先扩

大后缩小效应在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中更加凸显，在国有企业以及外商、港澳台商中并未显现。
表 ６　 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 　

基于企业所有制的异质性 　

变量
（１）
国企

（２）
私企

（３）
外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７９０ ０． ７８４∗∗ ０． ３２５
（１３． ４６９） （３． ６９０） （４． ０６８）

ｄｉｇｉｔａｌ２ － １． ２０２ － １． ２０８∗∗ － ０． ５５７
（１９． ９２４） （５． ６０６） （６． ２０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省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５４２ ２ ８５９ ８３
ａｄｊ⁃Ｒ２ ０． １３２ ０ ０． ０９６ １ ０． ４７６ ０
Ｐｒｏｂ ＞ Ｆ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ｗｈｉｔｅ）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０． ０９１ ０ ０． ３４７ ９ ０． ４３０ ３

　 　 注：括号中为稳健性标准误，∗表示 ｐ ＜ ０． １，∗∗表
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

具体来看，表 ６ 中的列（１）和列（３）结果显

示，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系数均未通

过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数字化与国有企业以及

外商、港澳台商企业工资差距的“倒 Ｕ 型”趋势

并不显著。 列（２）结果显示，数字化一次项对私

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系数

为 ０． ７８４，数字化平方项的影响系数为 － １． ２０８，
且均通过了 ５％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
在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中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

差距有着先扩大再缩小的“倒 Ｕ 型”作用。 究其

原因，主要是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收入分配制度也

会有所不同。 受到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一般更倾向于“共享”，即
分配较为平均［４７］。 而外商、港澳台商企业文化中一直秉承公平、公正原则，在收入分配上更倾向于

“市场机制”“多劳多得”原则［４５］。 因此，国企以及外商、港澳台商的工资差距并不会因为数字化技术的

引入产生显著的变化。 与国企以及外商、港澳台商企业不同的是，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在受到数字化

的冲击时，高技能劳动者的相对优势会更加凸显。 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会逐

渐倾向于“市场机制”的收入分配原则，即按照劳动者的贡献程度进行工资分配［４５］。 这会导致高技能

劳动者相对工资上涨、低技能劳动者相对工资下降的局面出现，即扩大了服务业工资差距。 随着数字

化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普及，低技能劳动者的技能逐渐提高，相对工资随之上涨，工资差距逐渐缩小。
（二） 机制探讨：就业效应

前已述及，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有着显著的“倒 Ｕ 型”趋势。 那么，数字化具体是如

何影响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呢？ 在数字化技术发展初期，低技能劳动者从事的常规性、重复性的岗位

逐渐被自动化，短期内失业人数会增加，这会扩大服务业从业人员之间的工资差距。 随着参加转岗

培训、在职培训等次数的增多，低技能劳动者不断提升自身技能，会逐渐适应新业态、新产业、新商业

模式创造的众多新岗位和新职业，增加就业机会。 因此，本文以失业概率（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为中介变量，
借鉴 Ｂａｒｏｎ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ｙ［４８］的研究方法来检验失业概率是否是数字化影响服务业工资差距的机制。 其

中，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关于失业概率指标的衡量，本文借鉴戚聿东和褚席［４９］的做法。 具体而言，
ＣＦＰＳ 中关于就业状况的统计指标为“当前的工作状态 ｅｍｐｌｏｙ”⑧，根据该指标的具体含义，将无工作

视为失业，赋值为 １，将有工作视为就业，赋值为 ０。 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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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数字化影响服务业工资差距的中介效应检验：
就业效应 　

变量
（１）
ｗａｇｅ

（２）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３）
ｗａｇ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６３５∗∗∗ ０． ４７１∗∗∗ ０． ６７５∗∗∗

（２． ２５９） （１． ４８４） （２． ２５９）
ｄｉｇｉｔａｌ２ － ０． ９５７∗∗∗ － ０． ６９８∗∗∗ － ０． １０２∗∗∗

（３． ４５７） （２． ２７８） （３． ４５７）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０． ０８５∗∗∗

（０． ０２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省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５ ０８２ ５ ０８２ ５ ０８２
ａｄｊ⁃Ｒ２ ０． １０７ ８ ０． ０２９ １ ０． １０９ ６
Ｐｒｏｂ ＞ Ｆ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Ｓｏｂｅｌ 检验 Ｚ ＝ １． ０２６ ＞ ０． ９７
中介效应 存在

　 　 注：括号中为稳健性标准误，∗表示 ｐ ＜ ０． １，∗∗表
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

　 　 由表 ７ 中列（１）至列（３）可知，在数字化影

响服务业工资差距的过程中，失业概率确实起到

了部分中介效应。 具体来看，列（１）为基准模型，
在该模型中，数字化一次项（ｄｉｇｉｔａｌ）对服务业工

资差距的影响系数为 ０． ６３５，数字化平方项

（ｄｉｇｉｔａｌ２） 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系数为

－ ０． ９５７，且均通过了 １％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换言之，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呈现

“倒 Ｕ 型”趋势。 这说明模型可以继续检验中介

效应。 列（２）显示，数字化一次项（ｄｉｇｉｔａｌ）对失

业概率的影响系数为 ０． ４７１，数字化平方项

（ｄｉｇｉｔａｌ２）对失业概率的影响系数为 － ０． ６９８，且
均通过了 １％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即数字化与

服务业失业概率之间呈“倒 Ｕ 型”曲线关系。 在

数字化发展初期，低技能劳动者所在的岗位会逐

渐被自动化，比如物流配送员、零件组装员、搬运

工等。 换言之，劳动市场减少了对低技能工作者的需求，这也提高了失业概率。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

推进，新业态、新产业、新商业模式创造了众多新岗位和新职业。 低技能劳动者可通过不断学习提升

自身技能，增加就业机会［３８］，最终降低失业概率。 在列（３）中，失业概率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系

数为 ０． ０８５，且通过了 １％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服务业中失业人数越多，行业内工资差距越大，
这与常理也是相符合的。 Ｓｏｂｅｌ 检验结果也表明，在数字化影响服务业工资差距的过程中，失业概率

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 数字经济时代下，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技术等数字化技术的

产生，服务业中低技能劳动者的劣势越加凸显。 常规化、重复性岗位的自动化会导致对低技能劳动

者需求的减少，这会提高失业概率，加剧服务业工资差距［３７，４６］。 随着低技能劳动者参加转岗培训、在
职培训等的增多，其会不断提升自身技能，逐渐适应新业态、新产业、新商业模式创造的众多新岗位

和新职业。 这有利于增加低技能劳动者就业机会，提高其劳动报酬，缩小服务业工资差距。
六、 结论与启示

（一） 主要结论

本文首先基于理论模型探讨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 其次，采用熵值法从数字化基础

设施、数字化的应用两个方面，构建服务业 １４ 类细分行业数字化水平指标体系。 最后，通过将 ＣＦＰＳ
个体层面数据与服务业细分行业的数字化水平数据相匹配，实证分析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

响效应。 研究发现，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影响，而是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
Ｕ 型”影响，稳健性检验也佐证了上述观点。 另外，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女性劳动力，劳动密集型

服务业，国有企业以及外商、港澳台商，数字化与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倒 Ｕ 型”关系在男性劳动力，资
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中更加显现。 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

通过就业效应对服务业工资差距产生“倒 Ｕ 型”影响，即：在数字化发展初期，常规性、重复性岗位的

自动化会提高失业概率，加剧服务业工资差距；随着数字化的发展，低技能劳动者不断提高自身技能

以适应数字化创造的众多新岗位和新职业，增加其就业机会，缓解服务业工资差距。
（二） 政策启示

首先，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失业保障制度。 一方面，为有效缓解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

距的“阵痛”，需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面。 面对数字化产生的“破坏效应”，即常规性、结构化和重复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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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岗位的被替代，要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避免大量低技能劳动者失业造成过大的贫富差距。 另一

方面，除了保障低技能劳动力失业者的生活补助之外，积极增设公共服务岗位，保障低技能劳动力失业

者顺利度过失业与再就业之间的过渡期。 此外，积极建立与企业合作培训制度，鼓励高技能劳动者创

新创业，推动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释放数字化的“创造效应”，为失业者创造再就业机会。
其次，不断实现低技能劳动力向中高技能劳动力的转变。 一是企业在引进数字化技术时，重视

员工尤其是中低技能劳动者的岗位培训，使其可以尽快适应新的工作岗位。 二是针对被数字化技术

替代岗位的人群，积极组织其参与转岗职业培训，提高其自身技能，增强竞争优势。 三是发挥教育在

数字经济时代中的作用。 结合数字化技术发展的需求，高等教育和高职院校应及时调整和优化人才

培养方案和专业结构，增设大数据、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专业与课程，探索数字化技术与众多学科

的交叉建设，提高培养人才的新技能。
最后，提高女性的技能水平与议价能力。 一是积极拓展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教育供给模式，为提

高女性就业能力与技能提供平台，提高其技能水平与议价能力。 二是探索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新

场景，提升女性就业机会和就业质量。 三是不断完善数字经济下新职业的就业保障服务体系，促进

女性多元化就业创业新形态。

注释：
①该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８ 年 ＣＦＰＳ 问卷中“ＱＧ１２ 工作总收入（元 ／年），即把所有工资、奖金、现金福利、实物补贴都算在

内，并扣除税和五险一金，过去 １２ 个月从这份工作中总共拿到多少钱？”。
②“熵”最先由申农引入信息论，目前在社会经济领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熵值法的基本思路是根据指标变异

性的大小来确定客观权重。 一般来说，若某个指标的信息熵越小，表明指标值的变异程度越大，提供的信息量越

多，在综合评价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也越大，其权重也就越大，反之则相反。
③工作单位性质包括政府部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外商、港澳台商企

业，其他类型企业，个人、家庭，民办非企业组织、协会、行会、基金会、村居委会等类型。 详见 ２０１８ 年 ＣＦＰＳ 问卷中

“Ｇ２ＱＧ２ 这份工作的单位 ／雇主的性质属于？”。
④最高教育学历包括从未上过学、文盲 ／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 ／中专 ／技校 ／职高、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博士 ９ 类。

详见 ２０１８ 年 ＣＦＰＳ 问卷中“Ｗ０１ 已完成（毕业）的最高学历是？”。
⑤２０１８ 年的 ＣＦＰＳ 数据是对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的样本进行的追踪调查。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

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分别是在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８ 年。 为了实现个人与行业数据的匹配，本文最终选择

了 ２０１８ 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⑥样本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

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
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 １４ 类行业。

⑦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７〕５３ 号）可知，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对象是在我

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普查对象的

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生产能力、财务状况、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能源消费、研发活动、信息化建设和电

子商务交易情况等。 普查标准时点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普查时期资料为 ２０１８ 年年度资料。 详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０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４５２９４． ｈｔｍ。

⑧详见 ２０１８ 年 ＣＦＰＳ 问卷中“当前工作状态确认”部分（ｐ１１７ － ｐ１１８）。 以下情况均视为有工作：过去一周至少工作了 １
个小时；能够在确定的时间或者 ６ 个月以内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从事个体经营活动，但是目前处于生意淡季，等过

一段时间还会继续经营；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 过去一月找过工作并且在两周内可以开始工作视为无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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